
 

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有效吗？*

—来自开发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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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和区域发展的引擎，也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

略的重要载体。文章以开发区政策为例，利用 2003 年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倾

向得分匹配倍差方法（PSM-DID）评估了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

（1）短期来看，开发区政策促进地区经济总量缩小差距的作用非常显著，但是长期效应不明显；而对

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及其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在短期和长期均不明显。（2）开发区政策的作用

存在地理异质性，推动了中西部地区 GDP 的相对更快增长，但对人均 GDP 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进

一步的分析显示，开发区政策的作用在距离城市群 300 公里内更加明显，其正向效果随着城市到城

市群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弱。（3）开发区设立有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但对基础设施和

和教育状况的改善没有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单纯依赖区位导向的空间干预政策无法兼

顾总量平衡与人均 GDP 的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不应是通过分散布局的

干预以达到总量意义上的地区平衡，而应把重心放在提升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质量和民生方

面，并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实施区域政策的有力抓手，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区际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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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

略的重大提升。①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在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上的体现，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

难题之一。作为一种典型的区位导向性（place-based）的政策，开发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开发区本

身，成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兼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特征的大国大样本准自然实验，中国的开发区政策为解析区位导向性的空间干预政策提供

了最全面、最有价值和最具说服力的观测样本。本文立足于地理和政策相互作用的视角，以开发

区政策为例评估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和空间异质性，以期为平衡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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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最开始是 1992−1994 年间提出的。真正的文件出台是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将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之一。

•  4  •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1


率与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有益思路。

为了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难题，区域发展政策一直存在两种看似对立的政策主张。第

一种主张是基于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实施区位导向性的空间干预，例如对特定地区提供政策优

惠、公共投资、基础设施补贴等差别化的激励政策，或在欠发达地区布局经济特区、开发区等，促

进要素和经济活动向特定区域流动和聚集，从而帮助落后地区实现繁荣，改善区域不平衡状况

（魏后凯，2008；OECD，2009；Martin 和 Sunley，2011；Barca 等，2012；Hewings，2014；Neumark 和

Simpson，2014；赵勇和魏后凯，2015）。第二种主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均衡理论，认为发展

干预应该是“空间中性”（place-neutral）或“以人为本”（people-based）的，应鼓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

往其能发挥最高效率的地区流动以获得集聚经济的益处，从而使人均财富的地理分布更加均

匀，人民幸福感提升，最终达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World Bank，2008；陈钊和陆铭，2009；范剑

勇和张雁，2009；Gill，2010；徐现祥等，2011；朱希伟和陶永亮，2011；Barca 等，2012；刘修岩，2014；

丁嵩和孙斌栋，2015；陆铭，2013 和 2017；Liu 等，2018）。尽管基于对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及边界

的认知不同，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否合理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但现实世界随处可见区位导向性的

干预实践。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长期存在的对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使区位

导向性的空间干预政策一直很流行，其中开发区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区位导向性的政策。

关于开发区经济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国际热点。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为样本

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发现开发区对劳动就业、经济增长、企业生产率等的影响不

显著、显著为正或负同时存在（Neumark 和 Kolko 2010；Criscuolo 等，2012；Givord 等，2013；

Busso 等，2013；Mayer 等，2017）。不过，基于中国开发区的研究大多证实了开发区对生产率、外商

直接投资、出口、工业总量、产业升级等的积极作用（Alder 等，2013；Schminke 和 van Biesebroeck，

2013；Wang，2013；Lu 等，2014 和 2015；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王永进和

张国峰，2016；Zheng 等，2017；吴敏和黄玖立，2017；周茂等，2018）。这些研究从微观层面提供了

丰富的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开发区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但开发区政策是区位导向性的政策，空

间是区域发展政策区别于宏观和微观政策的最重要维度，因此对开发区效果的评估不应该忽视

地理或空间因素。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接近 14 亿、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

言，如果不引入空间因素，那就无法分析国家内部巨大的地理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陆铭和钟

辉勇，2015）。Démurger 等（2002）、陈钊和陆铭（2009）、范剑勇和张雁（2009）、邓慧慧（2009）等研究

发现，沿海省份的快速增长不能归因于沿海获得了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政策，地理位置的影

响相比优惠政策更加显著和持久。Zheng 等（2016）发现，虽然大概 70% 的开发区会带来正向效

应，但这些开发区几乎都是 2003 年前的第一批开发区。陆铭和向宽虎（2014）、Chen 等（2016）认

为，地理因素在区域导向性政策发挥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开发区政策能够提高区内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TFP），但是当开发区距离主要港口的距离增加时，这个正面效应会减弱。

以上文献为理解开发区的经济效应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洞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空间纳

入区域政策分析框架，从经验层面评估区位导向性的政策是否实现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

发展的政策目标。本文选择这一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区位导向性政策的调整

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至关重要的两项政策研究课题，关系到区域政策目标到底是“地区

繁荣”还是“人民幸福”的争论。通过构建较为科学严谨的计量方法厘清二者的关系，既拓展了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评估视角，又为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思路。另

一方面，发达国家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经济落后地区或衰退地区，而发展中国家

往往在经济基础比较好或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优先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Zheng 等，2017）。中

国的开发区政策兼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一大国大样本的自然实验过程史无前

例，对中国广泛实施的空间干预政策进行全面科学的检验与评价，无疑能够为区位导向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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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增添重要的经验证据。

区别于现有相关文献，本文的探索在于：其一，丰富了既有的研究视角。中国的开发区政策

具有空间渐进和地区偏向两个显著特征，Wang（2013）的研究从空间渐进视角回答了不同时期设

立的开发区的效果是否不同的问题，发现设立开发区越晚的城市，开发区的正向作用越小。本文

则着重从地区偏向维度评估“基于地方”的空间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回答不同地方设立的开发区

的效果是否不同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索空间异质性的成因，以充分认知开发区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决策依据。其二，深化了既有的研究领域。既有研究从微观视角发现，

地区倾向的发展政策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而产生了空间无效率的

问题（向宽虎和陆铭，2015；丁嵩和孙斌栋，2015；Chen 等，2016），但开发区是政府为推动地区平衡

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安排，这项大规模的“政策实验”是否促进了目标区域的经济增长，缩小了

区域差距仍缺乏深入研究。从宏观视角评估开发区政策的效果是“得平衡，失效率”还是导致

“效率与平衡兼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经济聚集、效率提高和缩小差距、促进公平之间的关系

的认识。其三，区别于现有关于开发区绩效的研究方法，本文借鉴 Chen 等（2016）的做法，以 2003 年

开发区大规模清理整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 PSM-DID 方法对开发区政策的效果进行评

价，可以有效缓解样本选择、主要解释变量测量偏误等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保证估计的无偏

和一致性。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开发区政策的相关背景；第三部分描述数据和

关键变量的构建；第四部分是开发区政策效果的经验检验；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开发区政策效

果的空间异质性并报告机制检验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政策背景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国家优化区域空间格局、强化区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具有明

显的空间属性（周玉龙和孙久文，2016；邓睦军和龚勤林，2017）。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空间渐进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外资利用的重要载体和区域发展的引领者，中国开发区也经历了“实

验 -推广 -趋同”的空间过程，并为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徐现祥和陈小飞，

2008）。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区政策的目标也在发生变化，逐渐成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

重要载体。中国的开发区政策的转向大概以 2003 年为界（陆铭和向宽虎，2014；Zheng 等，2016；

陆铭，2017），在 2003 年之前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选择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建立经

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作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区域经济增

长极，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03 年之后，中国的开发区政策转为区域平衡发展的手段，像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样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分散布局的干预政策，偏向鼓励经济基础比较差的中西

部落后地区建设开发区，希望通过开发区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用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目

标区域繁荣和区域协调发展。

2003 年至 2006 年的开发区清理整顿是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清理

整顿的背景是 2002 年各地兴起的第二轮“开发区热”，这一轮“开发区热”的突出特点是：“圈地

运动”与“土地投机”，在大量圈地之后，由于开发区招商引资力度不够，加上企业作为投资与投

机手段有意识地囤积土地，“乱占耕地，开而不发”，使一些开发区荒芜、土地闲置现象十分严重。

为了解决各类开发区数量过多、低水平重复建设、乱占耕地等问题，国家下发一系列文件展开对

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①2003 年 2 月 18 日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将各类各级开发区的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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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系列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70 号）、《国务院关于加大工作

力度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3〕7 号）和《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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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所在城市的统一管理中，开发区管委会不再独立行使对园区内土地资源的政府管理职能，

杜绝开发区随意圈地和土地闲置。200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紧急通知，暂停批准各

类开发区。200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和商务部联合发文字详细说明

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开发区清理整顿持续到 2006 年底，国家发

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2003 年清理整

顿前，全国有各类开发区 6 866 个，规划面积 3.86 万平方公里；经过集中清理整顿到 2004 年 6 月

开发区数量压缩到 2 053 个，规模压缩至 1.37 万平方公里；到 2006 年 12 月底开发区数量继续核

减至 1 568 个，用地规模压缩至 9 949 平方公里。

这个政策不仅抑制了开发区和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也体现了明显的区域偏向和区域协调

发展的政策目标。这一点在国家发改委《关于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总结》文件中有明

确反映，“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

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一定倾斜。”也就

是说，2003−2006 年的大规模清理整顿更多地影响了东部的开发区，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影响较

小甚至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土地政策的导向也是逐步压缩东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和严格控

制东部开发区审批。虽然很难获得清理整顿中被撤并的开发区的地理分布，但向宽虎（2014）通

过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后发现，2003 年之后，东部地区的开发区企业数量和有开发区的区县数量

占全国的比重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反映在清理整顿中东部的开发区受到了更大的压缩。由此

来看，2003 年后中央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和开发区设立对中西部的偏向显然是想通过区位导向

性的空间干预政策平衡地区间的发展，那么这个政策目标实现了吗？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实现经济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整体的发

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周绍杰等，2010）。Neumark 和

Simpson（2014）指出，集聚经济理论并不支持区位导向性政策，因为落后地区的集聚收益往往小

于发达地区，从而使社会的总福利受损。已经有研究证实了 2003 年后实施的区位偏向性的开发

区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区位导向性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却使整

体的经济增长质量从 2003 年之后出现了恶化（陆铭和向宽虎，2014；丁嵩和孙斌栋，2015；Chen
等，2016）。开发区政策在东部沿海的偏向政策实施了 20 年，在中西部的偏向政策也实施了近

20 年，东部地区通过地理和政策的结合促进了经济起飞，同样的政策在地理位置不同的中西部

是否获得了成功？这一战略安排是否真正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既定的区域协调发展

目标是否实现？进一步地，如果开发区设立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有所不同，那么导致这种空间

异质性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从大国地理视角围绕上述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中国正面临着规模

经济和平衡发展的大国难题，在改革开放 40 年后，以开发区为例准确地认知和评估中国区位导

向性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对政策本身的执行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为下一步如何更

好地发挥大国的空间效率，确保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实现提供思路。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

本文选取了 2003−2006 年的开发区清理整顿作为政策冲击的准自然实验，原因如下：（1）开

发区清理整顿是中央政府国务院制定的政策，对地方来说属于外生的政策冲击，具有事前的不

可预测性，也杜绝了反应性决策的可能性。每个地方开发区关闭的数量主要受限于国家总体的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规划，独立于同时期城市特征和经济表现，因此利用这个政策冲击能够减少

选择性偏误，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2）这次清理整顿是有史以来规

邓慧慧、虞义华、赵家羚：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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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和力度最强的一次，2003 年清理整顿前，全国有各类开发区 6 866 个，经过集

中清理整顿到 2006 年 12 月底开发区数量核减至 1 568 个，72% 的开发区被关闭，从而对地方经

济的影响足够大。（3）这个政策体现了明显的区域偏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因此地理位

置不同的城市受到清理整顿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则体现出政策实施效

果的异质性。由此，基本回归模型可设定为：

yit = α+βtreati× post2003+γXit +µi+µt +εit （1）

其中：下标 i 和 t 代表城市和年份。yit 代表 i 城市在 t 年的 GDP、人均 GDP、地区差距和地区人均

差距。treati 用以识别受开发区政策影响较大的城市，treati 是一个虚拟变量，受到清理整顿政策

影响的城市取 1，否则为 0。post2003 用以识别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冲击时间，由于开发区清理整

顿持续到 2006 年，但主要的整顿工作在 2004 年下半年即完成，因此将 2004 年以后各年份赋值

为 1，将 2004 年以前各年份赋值为 0。其中 β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的系数，反映了政策发生前

后，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经济增长受开发区政策影响的变化。

Xit 表示可能影响城市经济表现的特征变量向量。参考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的研究，本文

选取了收入、产业结构、道路密度和受教育水平等一系列变量来表征当地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尽

量确保政策冲击的外生性。具体包括：（1）预算约束（revenue），以政府预算内收入占 GDP 比重衡

量。政府部门有稳定和适度的规模财政，有助于支持政府行使其公共职能，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提供物质条件。（2）城市的产业结构（tertiary），以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关联影响、产业结构弹性影响和产业结构成长影响三种作用共

同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3）城市基础设施（road），以人均道路面积衡量，基础设施是保证城市持

续发展的支撑体系。（4）城市教育状况（edu），城市层面缺乏人均教育年限这样的面板数据，我们

用高中以上在校学生数/地区总人口作为一个代理变量。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意味着人力资本

水平也高，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吸取先进技术而产生

创新，促进产业升级，间接拉动经济增长。（5）对外开放度（ fdi），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

GDP 的比值表示。地区对外开放度越高，使当地能以更快的速度吸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

术，减少价格扭曲并使地区内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更有效率地使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6）信息

化水平（info），以邮电业务总量占当年 GDP 比值表示。信息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多

方面的，信息要素的投入既可以增加信息部门的产出，也可以降低相关经济部门的信息处理和

沟通成本，同时其正外部性溢出效应也非常明显。μi 和 μt 分别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

残差项。

本文搜集了 2000−2015 年 28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样本。由于直辖市在倾斜政策上的特殊

性，我们在样本中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 4 个直辖市，结合 2003 年开发区清理整顿这一

政策事件，最终确定备选组为 170 个地级市，并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

目录（2018 年）》和中国开发区网等整理计算出相关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edu 2 720 −2.1600 0.4558 −5.2958 0.0153

Lnroad 2 720 2.0857 0.5929 −0.3710 3.6446

Lnrevenue 2 720 7.6360 1.1080 3.3427 10.3222

Lntertiary 2 720 −0.8839 0.2392 −2.5383 −0.2400

Lngdp 2 720 15.8915 1.0277 12.8234 19.0140

  2019 年第 1 期

•  8  •



（二）样本分组：处理组与控制组

处理组选择的定义是受到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影响的城市，有两种定义方法。一是界定在

2003 年政策后开发区被清理撤销掉的城市，从分析空间干预政策效应的标准看，这是更直接的

界定方式（Neumark 和 Simpson，2014）。但是，不管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开发区都没有退出机制，几

乎不存在撤销的情况，而被撤销的省级以下开发区很难从官方文件和公开信息中追踪到。因此，

我们使用一种间接的界定方式。在清理整顿中，省级以下开发区按照“撤消、核减、整合”的要求

统一进行整改。受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城市，开发区撤销比较多，相应地其新增开发区会比较少；

而受政策影响比较小的地区，撤销的开发区少，相对来说整合新增的开发区比较多。①我们的具

体做法是，根据 2018 年版《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与中国开发区网站公布的开发区最新情

况（包括开发区的批准时间），将在 2003 年后没有新增省级开发区的 53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这些

城市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 16 个，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有 37 个。其余 117 个城市作为控制组。如果

开发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处理组减去控制组的差值应该在 2003 年后为负值。

这种样本处理方法有以下优势：（1）备选组里面的企业面临的地理、气候、文化、市场潜力和

基础设施等因素非常接近，从而满足 DID 方法的处理组与控制组共同趋势的假设，有利于筛选

出匹配的样本。（2）本文使用的是开发区清理整顿前 3 年和之后 12 年的长期样本，可以比较受

政策影响较大的地区在政策之前和之后较长时间内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因此用开发区清理撤销

的效应来反推开发区本身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比较稳健。

（三）识别条件检验

本文的目的是检验开发区政策对经济增长带动的平均效果。考虑到开发区新增数量的不

同可能是由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存在的系统差异导致，也就是说，两组样本的异

质性较大，可能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因此，采用 DID 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我们通过使用倾向评

分匹配（PSM）方法对处理组样本（受开发区清理整顿影响较大的城市）和控制组样本（受开发区

清理整顿影响较小的城市）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该方法能够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

间差异。本文采用马氏距离匹配法（Mahalanobis Matching），尽可能控制影响个体落入处理组或

控制组的城市特征变量，但考虑到马氏距离匹配法在模型有较多协变量时存在难以保证样本都

实现匹配的问题，最终选取地区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城市特征变量作为协变

量，使用 logit 回归计算倾向得分，并进行基于倾向得分的马氏距离匹配。如果倾向得分估计准

确，则应使协变量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分布较均匀。表 2 报告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基

于马氏距离匹配的平衡检验。

续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2 720 9.8948 0.8589 7.7212 12.0075

Lnfai 2 720 −0.7727 0.5351 −2.7539 1.1362

Lnlq 2 720 0.0148 0.6880 −3.2607 2.8314

Lnfdi 2 720 −4.2429 1.14303 −9.3960 −0.7417

Lngov 2 720 −2.6797 0.4339 −5.2220 −1.0690

Lninfo 2 720 −3.7110 0.6019 −7.0117 −1.3927

邓慧慧、虞义华、赵家羚：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有效吗？

① 根据我们的统计，发现 2003 年清理整顿后 80% 的新增省级开发区以前是省级以下开发区，因此使用这种处理组的反向效果比较接近

开发区清理整顿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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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结果可见，各协变量对处理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明显减小，其绝对值均已低于 10%，P 值结果表明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控制变量不存在系统

性差异。同时，从模型总体拟合优度统计量可以看出，匹配后的 Pseudo-R2 值显著降低，LR 统计

量不再显著，这说明匹配结果能较好地平衡两组样本的控制变量分布，平行性假设得以验证。以

上检验表明协变量选取合适且匹配方法适当，马氏距离匹配估计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潜

在内生性引起的估计偏误。

四、经验检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前沿阵地，中国的开发区政策经历了“试验-复制-推广”的时间

和空间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区政策的目标也在发生变化，逐渐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政策工具和服务国家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 2003 年之后，中国借助开

发区清理整顿的契机实施了一系列偏向鼓励中西部地区建设开发区的空间干预政策，希望通过

开发区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用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开发区政策缩小区域差距的初步检验

表 3 报告了开发区政策效果的估计结果。模型（1）至（2）是针对开发区政策对地区 GDP 差

距的回归结果，我们关注的 treat×post2003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有利于缩

小区域经济差距。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将模型的核心变量 treat×post2003

中的 treat 由识别处理组是否有新增开发区的虚拟变量替换为开发区新增数量为 1 或 0 的城市，

以反映受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影响程度的不同。结果表明 treat×post2003 系数同样显著为负，结

果保持稳健。平衡地区间发展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经济总量增长的追赶，在地区间应该着眼于人

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陆铭，2017）。因此，我们在表 3 中模型（3）至（4）补充报告了以人均 GDP

的地区间差距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中 treat×post2003 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

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在人均意义上没有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总体而言，在生产要素特别是

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资源转移和偏向内地的区域干预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地区间经济总量差距的缩小，但并没有促进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

表 2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检验

变量 样本
均值

% 标准偏差 T 值 P 值
处理组 控制组

Lnedu
匹配前 −2.2098 −2.1343 −16.4 −4.11 0.000

匹配后 −2.2098 −2.2018 −1.7 −0.38 0.703

Lnroad
匹配前 1.9377 2.1624 −39.3 −9.52 0.000

匹配后 1.9377 1.962 −4.2 −1.00 0.319

Lnrevenue
匹配前 7.5714 7.6975 −16.4 −4.03 0.000

匹配后 7.5714 7.5291 −1.1 −0.24 0.811

Lntertiary
匹配前 −0.9036 −0.8737 −12.3 −3.10 0.002

匹配后 −0.9036 −0.8907 −2.7 −0.58 0.560

类型 Pseudo R2 LR 统计量 P 值

匹配前 0.033 114.31 0.000

匹配后 0.001 1.81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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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区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开发区承担的基本职能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对开发区政策效果展开进一

步检验。表 4 中模型（1）至（2）是针对开发区政策对地区 GDP 的回归结果，我们关注的受清理整

顿影响较大的城市和 2003 年后的交互项 treat×post2003 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和不受清理

整顿影响有新增开发区的城市相比，受到清理整顿政策影响较大没有新增开发区的城市的

GDP 在 2003 年前后的下降幅度更大。这说明，对那些受清理整顿政策影响较大的城市，开发区

撤销使其经济水平下降。反过来讲，开发区设立有利于所在城市经济增长。在更换新的处理组

后，由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的净效应依然为负，即开发区对城市经济增

长的贡献是正向的，结果比较稳健。模型（3）至（4）是针对地区人均 GDP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清理整顿过程中受影响较大的城市，和受影响较小的城市相比，其人均 GDP 在 2003 年前后的

变化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也即：平均来看，开发区的建立对所在区域人均收入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三）动态效应检验

开发区政策是国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作出的战略安排，虽然开发区建立是短期过程，

但其效应发挥往往与地方政府的执行和完善高度相关。因此，开发区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缩小

区域差距的效果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因此，本文将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滞性纳入考

虑，以检验开发区政策是否存在动态效应，结果见表 5。

表 5 估计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在短期和中长期对目标区域经济总量增长的效应都很显

著。短期看，开发区促进地区 GDP 总量差距缩小的效果是高度显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缩

小地区 GDP 总量差距的长期效应逐渐变得不明显。另外，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开发区设立对

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的差距均不显著。这表明，由于现实中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单纯

依赖区位导向的空间干预政策无法兼顾总量平衡与人均 GDP 的均衡发展。

表 3    开发区政策缩小地区差距的检验

变量 （1）GDP 差距 （2）GDP 差距 （3）人均 GDP 差距 （4）人均 GDP 差距

treat×post2003 −0.054**（0.026） −0.023（0.017）

treat1×post2003 −0.102***（0.025） −0.053***（0.016）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R2
0.69 0.69 0.68 0.6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下同。

表 4    开发区政策的经济效应检验

变量 （1）GDP （2）GDP （3）人均 GDP （4）人均 GDP

treat×post2003 −0.098***（0.037） 0.027（0.026）

treat2×post2003 −0.138***（0.034） −0.018（0.024）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R2
0.79 0.80 0.87 0.87

邓慧慧、虞义华、赵家羚：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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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事实”检验

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回归结果偏差，我们借鉴已有研究（Lu 等，2015；Cai 等，2016），

通过改变政策执行范围进行“反事实”检验，将不在开发区政策范围的地区视作受到开发区政策

影响的地区，构造“伪开发区”城市。具体来说，在控制组随机选取 5 个城市，作为开发区政策的

“伪处理组”；在处理组随机选取 5 个城市，作为开发区政策的“伪控制组”。如果“伪开发区”城

市对本市经济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表明经验检验结果是可靠的。除了构建“伪开发区”城市外，

为了排除一些政策或随机性因素对结果的干扰，我们将各地区开发区设立年份统一提前两年或

三年，如果此时开发区变量对经济的影响显著，说明经济发展很可能来自于与开发区设立没有

关联的其他因素；如果此时开发区变量不显著，那么说明开发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可靠的。回

归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见，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开发区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我们选取的

预算约束、产业结构、开放度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控制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开发区

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仍然存在。

五、开发区政策效果的空间异质性

（一）东部和中西部差异

开发区是政府为推动地区平衡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从第四部分的检验结果看，这项

大规模“政策实验”在过去 20 年确实起到了缩小区域 GDP 总量差距的作用。这里我们重点分析

这一战略安排是否真正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由于开发区政策的作用在地理维度

上的差异，进而使总量意义上的区域差距缩小？

首先，我们把城市样本按照其地理位置分成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表 7 报告了开发区

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中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开发区的政策效果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空间异质

性。表 7 中模型（1）至（4）的回归结果中，代表开发区撤销对城市经济总量影响净效应的 treat×
post2003 的系数在东部样本中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样本中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对中西部

表 5    开发区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检验

变量 （1）GDP （3）GDP 差距 （2）人均 GDP （4）人均 GDP 差距

treat×post2003 −0.098***（0.037） −0.054**（0.026） 0.027（0.026） −0.023（0.017）

treat×post 2004 −0.099***（0.035） −0.037（0.025） 0.045（0.024） −0.013（0.016）

treat×post 2005 −0.088***（0.034） −0.026（0.024） 0.048**（0.023） −0.009（0.015）

treat×post 2006 −0.099***（0.033） −0.027（0.023） 0.030（0.023） −0.012（0.015）

treat×post 2007 −0.101***（0.033） −0.011（0.023） 0.032（0.022） −0.002（0.014）

treat×post 2008 −0.078***（0.033） 0.006（0.023） 0.029（0.023） 0.01（0.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表 6    “反事实”检验

变量 变更开发区设立时间（提前两年） 变更开发区设立时间（提前三年） “伪”处理组 “伪”控制组

treat×post2003 −0.034（0.054） 0.048（0.072） −0.058（0.037） −0.043（0.054）

控制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N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R2
0.72 0.13 0.7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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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城市，开发区撤销降低了其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在清理整顿政策之后，中西部地区新增开

发区较多的城市，其经济表现平均而言要高于没有新增开发区的城市。相对东部来说，开发区的

经济效应在中西部更为显著。

表 8 报告了开发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处

理组和控制组人均 GDP 的差值在 2003 年前后的变化是显著为正的，这意味着在统计上开发区

清理整顿政策反而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而东部地区处理组和控制组人均 GDP 的差

值不显著，表明开发区清理整顿对东部地区人均 GDP 的影响不明显。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

放缓，由于地理条件带来的中西部地区资源的瓶颈和产出天花板，结果导致中西部开发区的低

效率运行，且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的问题不能忽视（邓慧慧和赵家羚，2018），过度建设却没有人

口流入或流入缓慢，会提高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二）距离“三大城市群”距离的差异

三大核心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是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长江流域大部分地

区、南方和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枢纽区，是我国进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与

枢纽。本文使用两种定义：（1）根据到三大城市群的距离设置虚拟变量。利用 google 地图系统和

GIS，将三大核心城市群范围的临界线确定，然后计算各个城市与临近线的最近距离。城市群内

和到城市群的距离（到三大城市群的最近距离），在特定公里以内的城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

（2）根据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特定距离设置虚拟变量，在某一城市群内和距

该城市群特定距离的城市（不包括其他城市群内的城市）取值为 1，否则为 0。

由表 9 可知，整体来看，开发区撤销对城市 GDP 的影响在地理上呈现衰减趋势。具体而言，

在距离三大城市群 300 公里附近，内外的差异非常显著，表现为距离三大城市群在 300 公里以内

的清理整顿效应为负（即开发区的效应为正），距离在 300 公里以外的清理整顿效应为负但不显

著。而当距离三大城市群 400 公里时，这种内外差异变得不显著。说明距离城市群较近的城市，

表 7    开发区政策效果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因变量：GDP）

变量 （1）东部 （2）中西部 （3）东部新处理组 （4）中西部新处理组

treat×post2003 0.09**（0.042） −0.14***（0.053）

treat1×post2003 0.062**（0.027） −0.11***（0.023）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360 1 360 1 360 1 341

R2
0.77 0.75 0.76 0.80

表 8    开发区政策效果在东中西部的差异（因变量：人均 GDP）

变量 （1）东部 （2）中西部 （3）东部新处理组 （4）中西部新处理组

treat×post2003 0.052（0.040） 0.083**（0.037）

treat1×post2003 −0.028（0.035） 0.039（0.038）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360 1 360 1 360 1 341

R2
0.86 0.84 0.8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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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对地方经济的提升作用比在其他地区更强，但存在一定的边界，即开发区对城市 GDP 的

正向作用随着城市到城市群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中国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集中在以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中心的地区，因此距离三大城市群越近，开发区得益于更大的市

场规模，更有可能通过集聚和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开发区的政策效果。

（三）开发区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开发区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驱动因素所发挥作用的可能渠道，本文

参考 Lu 等（2015）、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构建计量模型为：

Cityvarit = α+βtreat× post2003+µi+µt +ψit （2）
其中：因变量 Cityvarit 表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变量，具体包括：（1）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比重

（ fai）；（2）区位熵值法计算的制造业集聚度（ lq）；（3）城市的产业结构（ tertiary），以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4）城市教育状况（edu），用高中以上在校学生数/地区总人口作为一个代理

变量；（5）城市基础设施（road），以人均道路面积衡量；（6）政府规模（gov），用政府预算内收入占

GDP 比重表示；（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 GDP 的比值（fdi）。模型其他变量与参数说明同

模型（1）。结果如表 10 所示。

由表 10 中模型（1）至（6）的回归结果可见，受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影响比较大的城市，其产

业结构、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都有下降，反过来就意味着，开发区设立有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第

三产业比重，但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影响不显著，对预算收入、对外开放度和信息化水平也没有

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出，开发区对 GDP 的拉动过度集中于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形

表 9    开发区政策效果在城市群内外的差异

变量
三大城市群 三大城市群 三大城市群

200 km 内 200 km 外 300 km 内 300 km 外 400 km 内 400 km 外

treat×post2003 −0.160***（0.056） 0.018（0.0880） −0.100**（0.045） −0.116（0.082） −0.009（0.041） −0.171（0.102）

N 1 600 1 107 1 952 755 2 208 499

R2
0.79 0.69 0.79 0.73 0.80 0.68

变量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300 km 内 300 km 外 300 km 内 300 km 外 300 km 内 300 km 外

treat×post2003 −0.075*（0.044） −0.194**（0.087） −0.143***（0.044） −0.084（0.074） −0.032（0.042） −0.190（0.125）

N 1 955 752 2 131 576 1 955 752

R2
0.78 0.75 0.79 0.75 0.78 0.76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 10    开发区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检验

（1）Lntertiary （2）Lnedu （3）Lnrevenue （4）Lnroad （5）Lnfdi （6）Lninfo

treat×post2003 −0.089***（0.023） −0.067（0.044） 0.113（0.079） −0.045（0.047） 0.455***（0.122） 0.078（0.012）

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2 720

R2
0.01 0.14 0.28 0.20 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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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政府投资的依赖，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另一方面，缺乏基础措施保障和教育支

撑，甚至对基础设施和教育产生了挤出效应，制约了开发区政策较长时期内对工业化等长期驱

动因素作用的发挥。

六、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开发区既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也是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

体。作为一种典型的区位导向性的空间干预政策，开发区政策的作用效果受到学界和政府的普

遍关注，并涉及中国区域政策选择是“地区繁荣”还是“人民幸福”的争论。本文以 2003 年开发

区清理整顿作为准自然实验，以开发区政策为例系统评估了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作

用效果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发现，开发区总体而言缩小了区域 GDP 总量差距，原因在于开发区分布的内地偏向短

期内推动了中西部地区 GDP 的相对更快增长，但缩小地区 GDP 总量差距的长期效应不明显，并

且这一政策对中西部人均 GDP 和地区间人均 GDP 差距缩小的效果也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开发

区政策通过区域平衡来干预要素流动，短期内有利于地区间经济活动总量意义上的平衡和均匀

分布，但是单纯依赖区位导向性的空间干预政策无法兼顾总量平衡与人均 GDP 的均衡发展。异

质性分析表明，距离城市群较近的城市，开发区对地方经济的提升作用比在其他地区更强，但存

在一定的边界，即开发区对城市 GDP 的正向作用效果随着城市到城市群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另外，开发区对 GDP 的拉动过度集中于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形成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制约了

开发区政策较长时期内对基础设施、教育等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因素的作用发挥。

本文的研究既从空间地理层面丰富了我们对产业政策作用效果的认识，也为一国制定区域

协调发展的战略提供了参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

呈现出新的内涵和特点。协调发展并不等同于均匀发展，发展的平衡不该追求地区之间经济总

量的平衡，而应该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平衡（陆铭，2017）。对平衡发展的路径，陆铭（2016）提

出“一条路是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钱’，而另一条路则是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转移‘人’”，

从文中的实证结果看，中国目前区位导向性的开发区政策并没有显著提升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也没有显著缩小地区间人均 GDP 的差距，说明“送钱下乡”的作用效果不理想。因此，中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不应是通过分散布局的干预以达到总量意义上的地区平衡，也不应投

入过多资源在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建设开发区、新城，以防资源的空间错配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

风险。面对不能改变的地理条件，要改变观念，把重心放在提升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开放

度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提高中西部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兼顾地区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而不

能逆市场化进程，造成平衡与效率兼失。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消除

妨碍要素流动的体制约束，破除制度性的牵制和束缚，促使地区之间人口的充分流动。

地理因素作为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是很难改变的，政策若不与地理结合，就不能

有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相对于内陆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更快的原因在于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优惠政策的叠加，进而强化了对外开放带来的更加显著和持久的发展动力。“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使我国中西部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身为开放的“前沿”，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的格

局。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主动融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国家全面对外开放和新一轮区域

空间布局，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前瞻性的系统设计与整体推进，以高层次、广阔性、全方位的开放

体系来推动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

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的明确提出，表明了经济带模式已成为未来中国区域开发在空间格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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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因此，要以统一的大国市场体系为基础，以经济带为支撑，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实施

区域政策的有力抓手，通过开发区的空间整合缓解城市群集聚发展的趋势和开发区分散布局的

矛盾，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区际均等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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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与贸易经济前沿论坛”报告，感谢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张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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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lace-Based Policies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Deng Huihui1,  Yu Yihua2,  Zhao Jialing1

(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Summary:  Xi Jinping’s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xpound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first time，which i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hina’s re-

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imbalanc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

opment reflec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imbalanced regional de-

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and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if-

ficultie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typical “place-based” policy，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has gone beyond the development zone itself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serve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0—2015，this paper takes the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policy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2003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place-based” polic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omes to the results as follows：the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policy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gional disparity，but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egional disparities at the per capita level. Meanwhile，the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policy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which in another way means

the setting up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indeed promo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lso it has not signific-

antly affected regional disparities at the per capita level. On these ground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nsufficient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the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aggreg-

ate level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resources and the regio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but the re-

gional balance at the per capita level has not been achieved. The sub-region test shows that th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but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eastern areas when it comes to the ag-

gregate economic growth，imply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may be balanced at the ex-

pense of losing efficiency in the eastern. Furthermore，cities with development zones which are within 300 km

from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more advantageous than those beyond 300 km from the urban agglomera-

tio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of metropolitan areas shows that the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polic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greate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while tha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less effects. Therefore，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tan are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a key to implement the “place-based” policy. By optimizing the rational layout of develop-

ment zones，it will help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and narrow the gap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between developed areas and less developed areas. Besides，by improving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level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the loss of balance and efficiency can be avoided to some extent，thus

realizing regional prosperity.

Key words:  place-based policy；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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